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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儒家的自然人性论将“性”界定为天赋的客观材质与能力，不涉及道德属性。因此，人能否成

德依赖于后天的教化，礼乐便是其中的重要途径。内在的人性会与外物相接触，表现为外在的情。礼乐教

育都作用于情，但两者的方式有差异：“礼”通过礼仪制度来节制情感，防止其肆意妄为，进而使人产生道德

意识，其作用是由外向内的；“乐”则通过审美活动由内而外的引导人性，使情感油然而发，自觉地符合道德

规范。礼乐教育从内与外两方面入手，培育并约束情感，借此陶冶人格，实现成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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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乐在先秦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礼乐
教育是儒者培养理想人格的重要手段。值得注
意的是，儒家一向重视礼乐教育的内在依据，孔
子有“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的说
法，认为礼乐教育的目的是彰显仁道，仁是本质，

礼乐是手段。孔孟之间的儒者则立足于战国初
年流行的自然人性论，说明礼乐教育的必要性及
具体途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包括郭店楚简
中的《性自命出》篇及《礼记·乐记》。鉴于两者
的思想多有一致，本文拟以此为中心，探讨儒家
自然人性论与礼乐教育的关系。

一

自然人性论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儒者对于人

性的主流看法。孔子很少言性，《论语》中涉及性
只有“性相近，习相远”一句。它只是肯定了众人
之性具有相似性，并未阐明人性的具体内容。孟
子和荀子则分别提出了“性善”和“性恶”的基本
命题，两者都认为人性先天便具有某种道德属
性。自然人性论则不同，它将人性视作天赋的材

质及能力，本身并没有价值属性。例如，《性自命

出》认为，“喜怒哀悲之气，性也”［１］１０５。这里的

“气”指的是材质，因而此处的“性”仅仅是指人与

生俱来的、产生喜怒哀乐之情的能力。

喜怒哀悲之气决定了人性并非是封闭而晦

暗的，相反，它具有与外物相接触并表现于外的

倾向。《性自命出》云，“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

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１］１０５《乐

记》也有类似的观点，“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

而动，性之欲也。”［２］９８４也就是说，在与外物接触之

前，人性中天赋的材质处于未发状态，仅仅是一

种可能性。只有当外物作用于人时，喜怒哀悲之

气才获得具体的对象而表现为各种具体的情感，

即“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善不善，性也，所

善所不善，势也。”［１］１０５也正是如此，内在的人性才

能为我们所知。

然而，人在与外物的接触中，往往会沉溺于

后者的诱惑而是非不分。对此，《乐记》有细致的

分析：

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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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
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
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
人欲者也［２］９８４。

一方面，人性并不具备能够引导人恰当地产
生喜怒哀乐之情的标准，换言之，性并未告诉人
何者当喜，何者当怒，因此，“心无定志”，不能对
好恶之情加以节制。加之外物的诱惑无穷无尽，

这使人难免沉湎于其中而丧失持守，进而为了满
足物欲无所不为。对此，《乐记》的作者明确加以
反对。可见，自然人性论者同样肯定道德的意
义，反对为了满足耳目口腹之欲而肆意妄为。但
是，由于人性在价值上是中立的，并不包含先天
的道德性，因此学者若要获得判断是非的依据，

不能单纯地求之于内，必须依靠外部的教化。换
句话说，一个人能否成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后
天的教育，这体现了教育对于成就道德的必
要性。

另一方面，人性也具备接受教育的可能性。
《性自命出》云，“牛生而长，雁生而伸，其性使然，

人而学或使之也。”［１］１０５这里揭示了人性与动物之
性的根本区别：牛长雁伸之性皆与生俱来，是动
物的本能。动物依据其本能即可生存，不需要后
天的学习。人性则除了喜怒哀悲之气以外，还包
括学习、思考的能力，这些能力需要在与外物不
断地接触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培养。由此
可见，人性不可能先天即完善，它的充分实现依
赖于后天的引导与培育，这便为教育发挥作用创
造了充足的空间。通过教育，人性中的诸多能力
得以由潜存发展为现实，而人性也完成了由自然
之性向人文之性的转化。因而，能否接受教育，

接受怎样的教育直接决定了人性在多大程度上

能得以实现，“性相近，习相远”所描述的正是这
一现象，《性自命出》则将其表述为“四海之内，其
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１］１０５。

可见，对自然人性论而言，教育是成就理想
人格的关键，这其中又以礼乐教育最为重要。
《乐记》指出，为了解决“物至而人化物”之弊端，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
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婚姻冠
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 以 正 交 接
也。”［２］９８６可见，通过礼乐教育，圣王所制定的礼乐
制度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所遵守的行为准则，它
使得人的喜怒哀乐之情能“发而皆中节”，进而能

陶冶人性，成就君子人格。这便是礼乐教育的意
义。故而孔子告诫其子孔鲤“不学礼，无以立”；
《乐记》也认为，“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二者都在
强调礼乐教育在人格塑造的过程中扮演的重要

角色。

具体地说，礼乐出自人情并作用于人情，情
是礼乐教育的着力点，即“礼乐之说，管乎人情
矣。”在自然人性论中，情是心与物的交汇点，是
沟通内外的中间环节。《乐记》又称其为“心术”，

并认为“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
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行焉。”［２］９９８情产生于
人与外物接触之后，它源自于人性，又指向外物，

因而受到内外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人性对外
物的好恶须表现为喜怒哀乐之情；另一方面，外
物只有通过作用于情才能影响人性。礼乐教育
也不例外：礼乐由圣王制定，而圣王制礼作乐所
依据的正是自身中正平和、无过无不及的情感。

而对于常人来说，礼乐是外在于自身的，需要通
过礼乐教育习得之，以此来约束和引导自身的情
感，弥补人性中缺乏“喜怒哀乐之常”的弊端，塑
造完善的人格。

二

虽然礼乐教化的对象都是人情，然而两者的
作用机制有所不同：“制礼”的目的是确立社会等
级，维持社会秩序，即“礼义立，则贵贱等矣”；礼
教则侧重于对不当情感的约束与节制，是由外而
内地控制，使人产生敬畏之情，即《礼记·坊记》

所云，“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
也”［２］１２８１；“作乐”的目标则是达成上下之间，不同
阶层之间内在情感的和谐一致，即“乐文同，则上
下和矣。”故而，乐教是由内而外的引导情感，将
其直接引向美善合一之境。

在自然人性论的语境下，虽然礼与乐在作用
机制上存在差异，但二者皆为成就理想人格所必
须的修养方法。由于自然人性论认为，性并不包
含先天的道德属性，因而由性而发的情在价值上
也处于中立地位，既可为善也可作恶。因此，道
德教育必须兼顾这两个方面，既有对于恶的禁
止，也有对于善的充拓。事实上，前者一般由礼
教来承担，后者则与乐教相对应，礼乐相结合恰
好涵盖了情之发动的所有可能。

具体而言，儒者对礼及“礼教”有三方面的说
明。首先，礼的直接目的在于节制不当的情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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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孔子曾将“克己”与“复礼”相并列，提出
“克己复礼为仁”的观点。可见，在夫子眼中，“克
己”与“复礼”是同一过程。此处的“己”应理解为
“私欲”，故而，用“克己”来说明“复礼”，就意味着
礼更多地表现为对于私欲的克制。这并非是禁
绝欲望，而是将其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孔子
对于礼的理解为春秋战国之际的儒者所继承，
《乐记》认为，“礼者，所以缀淫也”［２］９９７，明确肯定
礼的作用在于制止人的过当行为。进一步，《乐
记》以饮酒之礼为例，说明了用礼管束人情的必
要性：

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
繁，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
礼。壹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
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２］９９７。

饮酒本非祸事，然而现实中人们往往缺少节
制而饮酒过量，以致神智不清，行为缺乏约束，进
而屡屡闯祸，这就凸显了制止嗜欲的重要性。为
此，先王制定了饮酒之礼，通过往复的跪拜、揖献
等一整套礼仪制度，培养宾主双方的恭敬之心，

以裁制由饮酒而产生的愉悦之情，使其“发而中
节”，合乎社会规范。故此，《乐记·经解》云，“乡
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乡饮酒之礼废，

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２］１２５７

其次，制礼须本于性情，稽于度数，合于天地
之道，以分别高低贵贱，明确等级与秩序。《性自
命出》云，“礼作于情，或兴之也。当事因方而制
之，其先后之序则宜道也。又序为之节，则文
也。”［１］１０６礼根源于圣王合理的情感，但具体的制
度还需要“当事因方而制之”，即考虑事物的种类
和性质并予以恰当的处理。其中，至关重要的长
幼尊卑之序必须合乎天道。《乐记》亦云，“是故
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和生气之
和，道五常之行”［２］１０００，同样认为礼仪的制定既要
本于性情，又须依照事物的度量分限。具体地
说，制礼所要考虑的“度数”及其关系依次为，“时
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２］５６９这些
度数及次序所依据的是天地之道，即“礼者，天地
之序也”。由于天地生养万物的过程本身即产生
差异、分别与秩序，而礼又本乎天道，因而礼制同
样肯定差异与分别，其最终旨归必然是“明贵贱
之分”。

第三，礼教的目的在于培养学者庄重严肃的
仪容，这体现了一个人良好的修养。既然礼为天

地之序，那么礼教旨在培养人对于秩序的尊重，

而这表现为庄重严肃的仪容。儒家对此十分重
视，《论语》中形容孔子的仪表是“温而厉，威而不
猛，恭而安”，既庄敬严肃又和蔼可亲，这正是夫
子深于礼的表现。《乐记》云，“致礼以治躬，则庄
敬，庄敬则严威。”［２］１０３０这里的“致礼”乃是“礼教
至极”之义，这是说一个人若长期受礼教的熏染，

动容中旋无不中礼，则其仪容自然庄重严肃，给
人以不怒自威之感。《礼记·经解》亦云“恭俭庄
敬，礼教也”［２］１２５５，同样认为礼教着力于端正人的
仪表，使其恭敬而庄重，无轻浮之态。在儒家看
来，庄重严肃的仪表反映的是人对于外在事物及
他人的认真态度，这是其理想人格中必不可少的
一个环节。

然而，从自然人性论的立场上看，礼及礼教
的这三方面特征都指向对人性的限制。如前所
述，构成人性的是喜怒哀乐之气，它产生了对外
物的好恶之情，而礼及礼教所宣扬的则是恭敬的
态度及对秩序和等级的尊重。这两者并不一致，

甚至毋宁说，在多数情况下礼教与人性是对立
的，因为前者需要对情感加以裁制，使其不能随
意地流露。这种对立使得两者始终处于紧张关
系之中，因而礼教很难让人的内心感到顺畅条
达。另外，由于礼教偏重于外，对于人的心理状
况关注较为有限，因此很容易流于形式，导致人
格的虚伪。人的外在行为与内心的所思所想不
一致的情况并不少见，这显然与道德修养的目标
背道而驰。这些事实都说明德育单纯依靠偏重
于外的礼教是不够的，还需要另一种由内而发，

能够引导而非抑制喜怒哀乐之气及好恶之情的

教育方法，内外结合才能相辅相成。《乐记》与
《性自命出》的作者同样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因此
他们在肯定礼教意义的同时，更为强调乐教的
价值。

三

如果说“礼”的根本特点是“分”与“别”，那么
“乐”的核心特征则是“和”与“同”，“乐者，天地之
和也”。后者强调的并非是明晰等级与秩序，而
是统和不同群体的情感，达到和谐一致的状态，

即“乐文同，则上下和矣。”［２］９８７这种和谐一致的情
感是人性中的喜怒哀悲之气自然而然地，恰如其
分地流露，因而“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无过无不
及，也不包含任何强制性。相对于礼，乐更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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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人心。同理，乐教也不同于礼教，它通过由内
而外地对情感进行引导，使之由审美情感过渡到
道德情感。

儒家对于乐的性质以及乐教的作用机制都

做了详细的说明。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赋予
了“乐”这一概念以特定的内涵，即具有道德教化
功能的乐曲。与“乐”相关的概念还有“声”和
“音”，儒家的乐教思想对此三者既做出了严格的
区别，又阐释了三者内在的关联，“人心之动，物
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
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

谓之乐。”［２］９７８可见，“声”、“音”、“乐”三个概念的
内涵是不断扩大的：“声”产生于人性与外物相接
触之际，是情感的直接表现，受到外物的影响而
存在着差异。声是孤立的，只有当不同的声相互
应和时才产生变化，进而出现节奏与旋律，这便
是音或者乐。因而，“声”是构成音与乐的元素。

儒者真正关注的是“乐”和“音”的区别。《乐
记》云，“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
也。”［２］９８２可见，乐与音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合乎
伦理规范。《乐记》进一步明确了音的特点，“情
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２］９７８可见，音
即“成文之声”，这意味着相对于声，音的特点在
于有节奏，是一个结构完整而连贯的整体，能够
系统地表达人的某种情感。总而言之，音具有人
文性，但是其在价值层面却是中立的，既有“德
音”亦有“溺音”。

德音谓之乐，乐与道德情感相一致，具有教
化功能，即“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
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 先 王 著 其 教
焉。”［２］９９８乐是由圣王在治定天下之后，“正六律，

和五声，弦歌雅颂”而成，具有陶冶性情，教化百
姓的功效，是儒家成就理想人格的重要手段。故
而，《乐记》云“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

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
乐。”［２］９８２能辨别音的节奏，知晓音所蕴涵的情感，

说明能够体察音的人文性，这是人区别于动物之
处。而能够分辨多种乐曲中不同的价值取向，并
自觉地趋向于德音，远离溺音，则意味着其人明
于是非曲直，深于礼乐教化，标志着其具有健全
的人格。在儒家语境下，能够达到这一状态则为
君子。

乐由圣王所作，表现的是圣王的道德情感，

然而“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

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兴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
焉。”［２］１００３由于人无喜怒之常，因而德音与溺音都
能作用于人，并产生相应的情感。故而，乐教的
目的是通过赏乐让德音直入人心深处，引导人产
生相应的审美情感，由此自然地过渡为道德情
感，并自觉地澄汰溺音对人性造成的不良影响。

可见，乐教的作用机制包含三部分：外在的德音、

由德音而产生的审美情感以及由审美情感油然

而生的道德情感。《性自命出》云：

闻笑声，则鲜如也斯喜。闻歌谣，则
陶如也斯奋。听琴瑟之声，则悸如也斯
叹，观《赍》、《武》，则齐如也斯作。观
《韶》、《夏》，则勉如也斯敛。咏思而动心，

喟如也。其居次也久，其反善复始也慎，

其出入也顺，始其德也［１］１０６。
《乐记》亦云：

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

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
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
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
发也［２］１０１３。

以上两段文字详细描绘了乐如何使人产生

审美情感，以及这种审美情感如何进一步转化道
德情感的过程。首先是外在的乐，即笑声、歌谣、

琴瑟之声，《赍》、《武》、《韶》、《夏》以及由弦、匏、

笙、簧、拊、鼓所作的德音等，它们或者舒缓而闲
适，或清丽而婉转，或宏大而壮美，其共同点即
“和正以广”，绝非靡靡之音，不会激发人不当的
欲望。其次是由乐而形成的审美情感，即喜、奋、

叹、作、敛等。由赏乐而产生的审美情感指向内
心的条达舒畅，这种舒畅之感并非是嗜欲得到满
足后的一时之快感，而是由内心的平和、安宁和
肃穆而自然感发的愉悦之情。《乐记》将此描述
为“悦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
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２］１０３８这样的愉悦之情不会引发人的狂
躁之气，奸诈之心，而指向心与身、心与物的和
谐。同样，道德也是通过约束自己的欲望，使之
合乎社会规范，进而达成己与人，个体与群体间
的和谐。因此，和谐是审美情感与道德情感的共
同旨归，以此为中介，前者可以直接地、毫无障碍
地过渡为后者。学者若能长期欣赏雅乐，自然能
反善复始，体会到其中的教化之义，从而追慕古
圣，修身齐家，动静语默皆合乎道德，即“情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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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
可以为伪。”［２］１００６徐复观先生则专门对“化神”作
了解释，认为长期受到雅乐熏陶的人，他的人生
“是由音乐而艺术化了，同时也由音乐而道德化
了。这种道德化，是直接由生命深处所透出的
‘艺术之情’，凑泊上良心而来，化的无形无迹，所
以便可称之为‘化神’。”［３］达到了“化神”即标志
着乐教的完成，“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
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２］１００５换言之，乐教最
终使人心平气和，行为合乎礼仪，即“乐，礼之深
泽也”。二者相结合则意味着人与世界的和谐
共处。

综上所述，基于自然人性论的儒家乐教思想
的作用机制即通过雅乐来感动人心，直入人性深
处，使人产生愉悦的审美情感，并使得审美情感
不断地趋向和谐之境，由此自然而然地过渡为道
德情感，并引导人远离溺音，祛除由逆气产生的
“悖逆诈伪之心”，最终成就理想人格。相比于礼
教，乐教重在引导情感而非禁止情感的宣泄，因
而没有过多的强制性，不会让人感到人性遭到压
抑而难以接受。

四

由于自然人性论认为，人性并无道德属性，

因此与孟子重在充拓人之四端的教育方法不同，

对于前者而言，礼乐教育是成就理想人格的主要
途径。“乐由中出，礼自外作”，对于人性，礼由外
而内加以限制，乐则由内而外进行引导，二者相
结合，目的在于使人获得判断是非的标准，从而
使得情感能不受外物的诱惑流于放诞，而恰当
地、有节制地表达内心的喜怒哀乐。

儒家对礼乐教育的重视在今天仍然有着积

极意义。今日的礼仪制度及高雅音乐在内容上
与先秦相比已经有了根本区别，然而时至今日，

礼仪教育依然能培养人的恭敬之心，强化人的秩
序意识、规则意识；同样，高雅音乐也仍然能舒缓
人心，陶冶情操，提高人的审美品位，而所有这些
都有助于提高个人素质，成就理想人格。因此，

儒家礼乐教育中积极意义值得今天的学者充分

地加以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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